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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有关清代贪污的记述与研究在西方世界中

并不鲜见。西方传教士和商人一踏上中国这块

土地 , 与地方或中央政权相关机构直接或间接

地接触后 , 贪污的研究也便开始了。在很长一

段时间里 , 吏治腐败的政权、　簋不饬的官员

以及贪鄙成性的胥吏 , 便成了西方汉学界关于

清代政治及行政管理研究的主题。到了二十世

纪五十年代 , 学者们开始置疑这种模式 , 并试

图将官员群体看似不轨的行为同“真正的”贪

污区分开来 , 这种研究取向至今仍是相关研究

的主题。但是有关清代贪污的研究在英文学术

界尚无公认的颇有影响的专著 , 本文收入的著

述 , 有研究贪污的专著 , 也有的只是涉及到相

关问题 , 有的有一定影响 , 有的则只是未公开

发表的学士、硕士或博士论文。

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讨论西方学者有关

贪污的研究 : 贪污的形式、定义、成因及与政

治的关系。

一、贪污的形式

本节将集中讨论早期西方人———包括学

者、传教士和在中国工作的人———对当时中国

政府及官员们的各种贪污行为的描述。彼时 ,

大多数西方人包括学者并不在意“贪污”这一

概念是否准确 , 事实上用“贪污”一词来概括

各种不法行为在各种著述中也并不多见。学者

们大多因其所好选择不同的词汇 , 诸如“敲

诈”和“勒索”之类。

在西方人看来 , 西方商人及传教士一踏上

中国的土地 , 迎接他们的便是一个敲诈和勒索

肆虐的管理体制和文化。英国外交官 John

Francis Davis指出压榨行为在那些管理广东贸

易的不同层次的官员中尤为猖獗 , 这些官员们

对待中外商人就像对“海绵一样”, 商人们总

是不得不对那些官员们“经常有所表示”。②曾

在中国海关供职的 H. B. Morse 这样描述 :

“驻广东的外国商人们处于不受任何牵制的海

关机构的勒索之下⋯⋯”,“一种封闭的垄断将

外国商人操纵于股掌之中 , 垄断者从商人们那

里榨取大量钱财后 , 再被迫同政府官员、财政

征收者以及行政管理者分赃。”③法国传教士

Pere Jean2Joseph2Marie Amiot 断言 , 贪污是清代

官僚机构的准则。他说 , “在供职官府的中国

人中 , 不让自己富裕的人极其罕见 ; 人们认为

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没有私欲的官员简直凤毛麟

角。”④

Gabriel Magaillans , 在清建立以前便到了中

国 , 他认为欺诈行骗普遍流行于中国官僚中 ,

“下级官员肆无忌惮 , 只知如何欺骗他们的上

级以及最高司法机构 , 而他们又一起欺骗皇

帝。”⑤Justus Doolittle 与 Wells Williams也持相同

的看法。按照 Wells Williams 的说法 , 高级官

员想方设法向属下索要钱财的行为相当普遍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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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盗用公共资金、以及侵吞各种各样的资源 ,

如政府储备、赈济物品、饷俸等方面 , 中国官

员们都极为在行 , 而且他们根本不会惊讶自己

的行为败露与否。”他还提到衙门中不同类型

的吏员们收受贿赂的行为。他说 , 胥吏们实际

上是“上级官僚们手中用来压榨老百姓的代理

人”,“每份经过其手的申请和诉讼 , 都得附上

贿赂才能得以上达。”⑥

Justus Doolittle 笔下的则是一连串的“贿

赂”。高级官员的幕友们可以向任何前来拜访

其主人的人索要“门包”; 胥吏可以“通过欺

压和勒索积蓄大笔财富”;“狱吏可以非刑拷打

囚犯 , 为的是敲诈钱财”;“胥吏和低级官员把

自己的前程与馈赠新任官员联系在一起是司空

见惯的事 ⋯⋯这些馈赠是实际上就是一种贿

赂 , 是为了得到新任官员的特殊关照而送的”;

贿赂如此风行 , 以致于“中国众多现任官员实

际上都是通过贿赂或捐纳 , 或两者并用而得到

官位的。”⑦

早期西方学者们所描述的各种各样非法或

不轨行为还很多 , 限于篇幅 , 兹不赘述。这些

记载多基于作者本人或其同时代人的亲身经

历 , 是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。当然同样也因为

基于亲身经历 , 有些时候 , 某些描述很难避免

带有作者个人的好恶 , 有些时候甚至还带有强

烈时代特征或偏见。

二、贪污的定义

迄今为止 , 贪污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

如何为贪污下一个精确且适于进一步研究的定

义。中世纪经院学者认为贪污是人类的“无可

满足的贪欲”; 启蒙运动及十九世纪以来 , 学

者们则认为 , 在一个民主政权中 , 贪污是“官

员不正当地运用公共资产以期非法增加自己收

入”的行为。当代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所

用的定义大体可以分为三种 : 其一与公职人员

的职责相关 ; 其二是从经济理论中的供给、需

求及交换等观念演绎出来的概念 ; 其三则将重

点放在公共利益上。⑧

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 , 从事清史研究

的学者们意识到英文中的“corruption”及其在

汉语中的对译词汇“贪污腐败”意义并不明

确。他们认为 ,“corruption”一词 , “包含有太

多种既不符合常规、也不符合道德的内容”⑨ ;

“英语中的‘corruption’及其常用的汉语对译

词‘贪污’都过于笼统 , 其中包含着一系列为

政治与文化所禁止的内容。”⑩与此同时 , 学者

们便试图给贪污下一个有益于启发后学的定

义 , 与其他学科的发展相呼应 , 同时考虑到清

代的特定背景 , 在定义贪污时 , 学者们分别将

法律条文、历史当事人的见解 , 以及贪污的主

要角色———官吏———的经济状况纳入到研究的

范畴中。

吕元骢的定义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考虑的 ,

强调非法的钱财交易及其负面影响。他认为 ,

贪污“指的是所有企图增加个体私利益的不合

常规的行为。贿赂、勒索、挪用公共资产、徇

私、任人唯亲及拉帮结派等在传统中国都被看

成是贪污行为”。因为所有的交易都直接或间

接地与钱财发生联系 , 所以吕便赋予“贪污”

一种特定的含义 : “由某一方将钱财送给另一

方 , 其结果 , 要么政府 , 要么民众 , 或两者均

遭受损失。”�λϖ再考虑到贪污的动机 , 吕又将贪

污进一步分为两类 : 一种是在官僚政治运行中

不可避免的贪污 , 另一种是私人贪污。

Judy Yee2Hwei Shen 的定义带有更强烈的

法律色彩且更为严格 : 如果某种行为触犯了成

文法典、或虽不成文但有逻辑必然的法律条

文 , 并且Π或者要么政府、要么民众因此行为
而受到伤害 , 该行为就是贪污腐败行为。�λω

从法律的角度定义只是 Nancy Park贪污定

义中的一个部分 , 她认为 , 除了法律以外 ,

“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中 , 基于各自

不同的地位、经历和价值 , 会有多种关于贪污

的不同理解。”�λξ因而 , 她试图从成文法、官僚

文化、以及民间思想等三个方面定义中国十八

世纪背景下的贪污。

Nancy Park 以成文法作为自己对贪污定义

的切入点 , 认为法规“确立了法定界限 , 越过

该界限 , 被起诉就是合法的 , 法规还决定着惩

罚的种类与程度”。她发现 , 清代法律中 ,“所

有腐败行为都被看作是不法之徒蓄意的 , 是为

了谋求私人利益的”; 清代反贪污法律均被收

在“收赃”条目之下 ; 可能会被指控为“收

赃”的行为或犯罪包括官吏收财、以势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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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坐赃或坐赃之罪) 、勒索、苛敛以及收受贿赂

等。从成文法的角度来看 , Nancy Park 断言 :

“实际上 , 所有承担公共职能的个人所卷入或

被卷入的互惠行为均为法律所禁止”�λ
ψ

, 简单

说来 , 所有官员和胥吏之间的互赠互惠行为均

可视为贪污行为。

当 Nancy Park将视角转向官僚文化时 , 她

发现 , 多数官员都意识到法定标准不切实际 ,

因而对贪污的认识和处理也就有相当大的弹

性 , 而且 , “在文化层面上 , 君主及官僚们都

处于极度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 , 相互的责任和

义务是通过礼品与特权的交换粘连起来的。”

因而礼品、陋规、贿赂、勒索 , 以及其他形式

的交换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而微妙。在严格的

法律与上述文化背景中间 , “是一块巨大的从

道德上讲极为模糊的行为区域 , 对这一区域的

认识随着个体对伦理、政治及经济等的认识而

有极大的差别。”�λζ

在试图探讨公众是如何看待贪污时 ,

Nancy Park所使用的材料是民间广为流行的戏

剧、小说、平话等文学作品。她感到普通大众

认为贪污加重了民间负担 , 造成不公平 , 但又

是无可避免的。Nancy Park对“公众”的定义

较为简单 , 指的是所有社会成员 , 当然因为社

会及政治地位的不同 , 她的“公众”又分为两

大组 : 一组是有官职的人 , 另一组则是没有官

职的人。她指出 , 在前一组成员中 , 法律所定

义的贪污与具体文化行为所接受的贪污之间的

界限是模糊的 ; 而后一组成员则倾向于用严格

的法律条文来衡量官员的行为 , 因而觉得贪污

无处不在 , 且与其自身的利益格格不入。

Robert Marsh 在定义贪污时 , 引入了经济

学理论。他认为 , 一个清代官员“在某种意义

上就像一个商人”, 作为商人 , 而不是“整个

社区的公仆”, 一个官员总是被迫在有意无意

中使其利益最大化。而如果按照后启蒙的价值

观念来判断 , 很多官员所取得的利益都可以标

上“贪污”的记号。换句话说 , 伦理道德所认

定的贪污实际上正是官员获取的利益的一部

分 , 获取的数量取决于“市场环境及官员对何

时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公共需求曲线的判断

能力”。�λ{

三、贪污的成因

有关清代官吏贪污的原因 , 迄今为止学者

们已提出了相当广泛的理论与见解 , 综合起

来 , 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 :

(一) 欲壑难填

汉语中有“欲壑难填”, 在西方经院学派

也有类似习语 , 这些习语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

人们对于贪污根源的认识 , 即人性中的贪欲是

导致人们贪污的一个重要原因。然而 , 现当代

学者大多不愿意毫无保留地接受这样的观点。

本文所讨论的著述中 , 只有吕元骢简单地触及

了这个观点 , 但仍较为谨慎 , 他只说 , 只有在

特定的条件下 , 贪欲才可能被当作导致贪污的

一个原因。�λ
|

(二) 中国宗教缺乏抵御贪污的伦理规范

早期观察家们 , 特别是传教士 , 认为中国

文化 , 特别是宗教 , 缺乏用以抵制贪污等邪恶

想法的道德规范或良知。Gabriel Magaillans 认

为 , 中国人“不知道有真正的上帝 , 也不知道

来世与永恒的奖惩 , 他们不会受制于任何良心

的忏悔 , 他们认为幸福就是享乐 , 是荣华富

贵 ; 因而 , 为了获取那些终会逝去的幸福 , 他

们不惜违背上帝与人类的法则 , 践踏宗教、理

性、正义、诚实以及所有血亲和友谊的伦理。”

因其长期居于中国 , 很多人认为他对中国文化

的认识具有权威性 ; Wells Williams便毫不犹豫

地接受了这样的观点。�λ}

(三) 儒家文化的某些因素有助长贪污的

倾向

Nancy Park择取了儒家文化中的某些因素

来解释十八世纪贪污的成因。她认为 , 儒家伦

理认为 , 人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, 因为

社会关系的不同 , 个人的行为也应相应有所改

变 ; 这种文化环境 , 加上礼尚往来的原则 , 以

及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对私人关系及后台老板的

看重等 , 不仅使贪污难以被定义 , 更不要说预

防及控制。她将“报”看作是礼尚往来的一种

体现 , 因为相信人人都会回报他们所受的恩

惠 , 人们会资助那些有望跻身仕途的人 , 一旦

其人获取一官半职 , 人们便期待他“知恩图

报 , 以补偿以前生活中拖欠的债务”。可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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旦官员利用职权或地位为其亲友谋私利时 , 他

们往往又会被控贪污。同时 , 礼尚往来的原则

也不赞同官员们把他们的恩人———更确切地

说是后台或靠山———的不法行为公之于众。�λ
∼

她的这一观点借鉴了孔飞力及 Susan Mann对官

僚系统中的人际关系重要性的讨论 , 他们认

为 , 后台或靠山如同帮派斗争一样 ,“严重者 ,

便成为贪污的根由”。�µυ

(四) 农民或平民对贪污的宽忍

吕元骢认为农民被动忍让的性格也助长了

贪污的蔓延 , 他指出农民永远也不可能主动回

击“压迫者”,“如果不幸被一个腐败的知县所

管辖 ,”农民们并不会起而反抗 , 因为他们知

道“知县的任期有限 , 一旦任期结束 , 他们还

是能够指望着有些良知的官员会取代那些腐败

的知县的。”他认为 , 农民的容忍来自儒家意

识形态所提倡并维护的一个等级社会的组织形

式 : 作为被统治阶层 , 农民不敢置疑官吏绅缙

们享受高水平生活的权利。更重要的是 , 理论

上 , 只要参加科举考试 , 并且能够金榜题名 ,

农民也同样享有各种各样获取这种高人一等的

地位的机会 ; 与此相对 , 起而反抗 , 前途渺

茫 , 后果也极不确定 , 且最后往往以悲剧而告

终 , 故而并非明智的选择。�µϖ Nancy Park 则断

言 , 农民或平民的容忍是有限度的 , 当贪污超

过某一特定界限时 , 农民或平民还是会起而反

抗并引发强烈的社会动荡的。�µ
ω

(五) 满族统治与贪污

有些学者倾向于认为满洲统治是导致贪污

的一个重要原因。Thomas Taylor Meadows 认为 ,

“满族人谋求官位靠的是出身 , 就道德素质而

言 , 他们并不突出 , 其文化与知识成就也远逊

于其汉族同事或属下 , 但他们却被优先录用 ,

提升得也快 ; 而大批有能力也有崇高志向的汉

族人则被排除在官僚机构之外 , 在谋求官位时

屡遭挫折与失败。”久而久之 , “对汉族人来

说 , 种种妇孺皆知的显而易见的不平等 , 便成

为汉族官员普遍贪污不法的诱因 , 也让他们认

定自己的不法行为是合理的。”�µξ吕元骢也注意

到 , 满族人所享有的政治、经济及法律特权 ,

也使他们能够任意欺凌汉族平民并勒索汉族官

员。�µ
ψ

(六) 官僚制度本身的问题迫使官吏贪污

在探讨贪污的成因时 , 很多学者将眼光盯

住了捐纳与财政制度的漏洞上 , Wells Williams

及 Robert Marsh毫不犹豫地宣称捐纳制度导致

并开启了众多不法与邪恶 , 并且极有可能是贪

污的成因。�µ
ζ
遗憾的是 , 有关捐纳制度与贪污

的关系研究迄今为止却仍然缺乏有力度有影响

的著述问世。

与寥寥无几的关于捐纳制度与贪污的研究

相比 , 越来越多的著述都在阐述清代财政制度

与贪污的关系。考虑到财政制度对不同阶层官

吏有不同的影响 , 学者们便将整个官僚系统分

成几个部分 , 并分别对各个部分加以研究。

1. 地方官员财政困难与贪污

对于地方官员的贪污 , 学者们观点较为一

致 : 一方面地方官员的俸禄极低 , 另一方面 ,

官吏们却不得不自己掏腰包维持地方政府的运

行以及地方基础建设 , 为了应付这种职位本身

所带来的巨大支出 , 地方官员们便不得不想方

设法地合法或不合法地敛财 , 当然很多时候是

不合法的。

H. B. Morse首次将清代广东官员的勒索

与清代财政制度 , 特别是官员的俸禄联系在一

起。然而 , 他认为清代财政制度本身并没有使

地方官员陷入财政困难 , 但同样的制度却为清

代官员创造了无数苛敛钱财的机会 , 而其所敛

钱财则大大超出了官员们需要的数目。�µ
{

从瞿同祖开始 , 学者们注意到地方政府及

地方官员的财政困难 , 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种种

不法行为 , 如收受陋规。瞿同祖关于清代中国

地方政府的研究 , 其主旨在于试图证明在韦伯

所提出的“理性的”“非个人化的”官僚体制

之外 , 还存在着别样的官僚体制。瞿同祖认

为 , 清代地方政府的运行 , 是建立在知县与县

衙门中的四组主要吏员之间非官方的、甚至极

其个人化的关系之上的。可是 , 一个“腐败”

的政府却像幽灵一样 , 成为瞿的观点成立与否

的最大挑战。为此 , 瞿不得不费尽周折 , 试图

证明地方政府中的各个成员 , 特别是知县 , 不

得不依靠各种各样非正式的渠道和财源才可能

维持县衙门的正常运转。瞿的研究显示 , 知县

的俸禄可能比他的开销少数倍之多 , 但是“地

方政府却没有资金来应付地方行政管理的开

销。”为了使其微不足道的收入能够支付庞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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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开销 , 知县不得不收取各种各样的陋规 ,

“通过各种各样可以想得到的机会收取陋规 ,

各个阶层的中国官僚们才得以贴补低微的俸

禄。”但是 , 瞿认为 , 收取陋规并不是贪污 ,

因为“收取陋规不过是一种行之已久的行为 ,

这种行为不仅为官方所认可 , 而且也为人们所

广泛接受”;“我们不应该将收取陋规与贿赂或

其他形式的贪污混为一谈 , 因为贿赂与其他形

式的贪污是违法的。”当然了 , 他也承认 :“某

些情况下 , 收取陋规与贪污之间并没有一个明

晰可见的分界线。”在谈到官僚系统运行所不

可或缺的胥吏时 , 瞿的观点就越发自相矛盾起

来 , 瞿声称 , 胥吏们“所从事的各种各样的违

法行为⋯⋯或者可能被称作贪污腐败”。�µ|

瞿的研究在六十年代初的美国汉学界引起

了巨大反响 , Madeleine Zelin 便步其后尘 , 将

各个阶层的地方政府作为研究对象 , 试图揭示

各个阶层的地方政府及官员们 , 包括知县、知

府、巡抚及总督 , 都在财政困乏的陷阱中苦苦

挣扎着。Zelin将地方官的各项支出分为两种 :

一种是衙门“内部”支出 , 一种是一省或一县

的设施维修所用的支出。在 Zelin 的单子上 ,

有关衙门“内部”支出各项与瞿所列大体相

同 , 只是更长 , 所包含的项目更多而已。她对

一省或一县的设施维修支出的统计显示 , 孔

庙、牌坊及御笔匾额的修建 , 大小堤坝及灌溉

工程的建设 , 衙门房屋建筑、城墙、仓库以及

不在主要驿路上的桥梁公路的修缮 , 灾民的赈

济等等。所有这些 , 朝廷多半并不出资 , 地方

官不得不自行筹备。其数额之巨 , 使得已令人

咂舌的所谓衙门“内部”支出“黯然失色”。

从表面看 , Zelin 详细的支出款项似乎使读者

们毫无置疑其观点的余地。Zelin 认为 : 地方

官挪移、收取耗羡及其他种种不法行为在所难

免 , 且有理可依。既如此 , Zelin 当然不肯将

corruption (贪污) 一词用在清代地方官身上 ,

结合瞿的研究 , Zelin用“非官方的资金来源”

来概括地方官看似“不法”的收入。�µ}

2. 胥吏 : 贪污乡绅的替罪羊

瞿同祖认为胥吏的不法行为多半是贪污行

为 , 而 Zelin则没有涉及到胥吏这一庞大的社

会阶层。为胥吏贪污正名的研究最后是由

Bradly Reed 完成的。Reed 力图将胥吏贪污的

形象完全转变过来 , 他认为 , 胥吏的贪污形象

“主要是建立在知识精英与官方的记载与陈述

基础之上的”�µ∼ , 因而他希望通过对胥吏们自

身的记载与陈述的考察来改变他们的这一形

象 , 他在巴县地方档案中找到了这样的记述。

胥吏中最为普遍也最令人憎恶的贪污行为

总是与非法敛财联系在一起的。瞿同祖也承

认 , 与其各个级别的上司一样 , 胥吏们也不得

不靠收取陋规而生存。�νυ对 Reed来说 , “陋规

的收取为地方财政提供了一项重要资金来源 ,

因为收取的钱财是用以维持衙门司法与其他领

域的运作范围之内的 , 因而便承担了另一种重

要的社会功能”, 所以不应该被武断地看作贪

污。Reed试图证明 , 在胥吏中间 ,“‘技术性

地’非法的、而习惯上却为人所接受的贪污 ,

与那些甚至非官方的行政管理行为都无可容忍

的行为”之间是有界限的 , 这种界限对改变胥

吏的贪污形象至为关键。有些时候 , 有些敛财

的方式及数目 , 也是胥吏们所谴责的 ; 而有些

敛财方式与数目则被看作是可以接受的 , 有时

甚至是一县司法运作所必需的。�νϖ

既然 Reed的研究试图改变传统中胥吏给

人的印象 , 他便不得不向传统的偏见挑战。比

如说 , 传统上人们普遍认为 , 胥吏会不遗余力

地哄骗地方老百姓 , 怂恿他们到衙门里打官

司 , 其目的是想从倒霉的受害者那里诈骗更多

的钱财。而 Reed 则认为 , 清代 , 老百姓无需

任何人怂恿 , 他们会自己主动到衙门打官司 :

“随着人口的激增、社会的分化及商业的扩张 ,

社会与经济分化日渐加剧 , 地方百姓各自有足

够的理由到衙门打官司 , 根本用不着老谋深算

的胥吏去哄骗。”又比如说 , 传统认为胥吏们

多半穷困潦倒 , 其谋职的动机便是通过敲诈或

贪污腐败尽快致富 , 因为清代法律规定 , 胥吏

及其子孙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 , 胥吏的法律

地位似乎卑贱到同那些下九流的贱民一样。承

担胥吏之职便意味着自贱其身甚至其子孙。

Reed的研究却表明 , 并非所有的胥吏都是在

处于穷途末路时才选择当胥吏的 , 胥吏的职位

并不是随手可得的贱职 , 相反 , 对该职位的竞

争是相当激烈的 ; 这表明 , “在十九世纪的社

会变迁中 , 法定的及非法定的贱民身份变得越

来越无关紧要。”对那些不在乎所谓正统的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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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身份标志的———特别是那些一般来说 , 无

论如何都让精英阶层瞧不起的人———来说 ,

当个胥吏还能保证有个稳定的收入来源。�νω

3. 京官奢侈的生活方式是贪污的根源

尽管京官们也不得不面临严重的财力困窘

的状况 , 甚至于不得不终日在穷困与典当中挣

扎 , 但在有些学者看来 , 所有为地方官吏贪污

辩护的辩词都不适用于京官 , 其中张德昌的研

究颇具代表性。张认为 , 同当时的其他社会阶

层相比 , 京官的收入一点儿也不低 , 一个五品

京官的俸米数倍于随便哪个他的仆人、兵丁或

其他普通百姓 ; 再加上俸银和其他钱物 , 一个

京官的收入对任何普通百姓来说都望尘莫及 ;

即便考虑到通货膨胀及米价变动等因素 , 京官

收入的实际购买力也远远高于普通人的生活消

费。�ν
ξ
与此同时 , 京官没有太多的行政管理支

出的压力 , 从理论上来说 , 京官的消费应该比

地方官要小得多 : 京官无须长途跋涉去赴任 ,

不必雇用保镖 , 也不必雇用价格昂贵的幕友来

处理相关的法律及财政问题 , 而这些都是地方

官必不可少的支出。�ν
ψ

造成京官们终日软囊羞涩并不得不贪污的

原因 , 张德昌认为是由于他们奢侈的生活方

式。他们租用宅第时极为挑剔 , 有些人会将其

俸禄的三分之二用在租用宅第上 ; 大多京官妻

妾成群 , 仆婢相拥 , 供养这些人往往会让京官

们负债累累 ; 此外 , 没有一个京官不日日宴请

宾客 ; 听戏、与歌舞伎厮混、逛窑子更是京官

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一句话 , 京

官生活方式之奢侈 , 就算他们的俸禄再高 , 也

不可能支撑得起。�ν
ζ

四、政治与贪污

有清一代 , 一方面 , 由于种种原因 , 官员

们多数不愿意揭发其同事的不法行径 , 因而众

多贪污腐败行为并没有到部备案。学者们发

现 , 不主动弹劾其他官员 , 不同阶层的官员有

不同的考虑 : 对高级官员而言 , 尽管法律条例

明令规定其有监督属下之责 , 但由于高官们可

能参与分赃 ,
�ν{因而弹劾属下无异于弹劾自己 ;

或者 , 高官们因自己财政困难 , 对属下的财政

困难感同身受 , 同情之心使其不愿意轻启弹

劾 ; 或者 , 有责任弹劾的人与所谓的罪犯之间

有着千丝万缕的亲密关系 ; 或者高官们害怕被

弹劾者及其同党会伺机报复。御史和给事中相

对低微的官衔使他们极易成为报复的靶子 , 因

而当然不愿意轻启弹劾。属下对于其上司也由

于同样的原因而弹劾的积极性不高。�ν
|

但另一方面 , 仍有相当多的官员因贪污遭

到弹劾。有统计显示 , 在清代乾隆皇帝统治的

六十年里 , 大大小小不同职衔的官员有四百多

人受到弹劾。�ν
}
何以如此 ? 学者们认为 , 众所

周知 , 无官不“贪”, 而法律上的规定对贪污

又是严惩不怠 , 因而官员的贪污行为便成为其

政治对手最方便、也最有效的把柄。很多时

候 , 朝廷是否查处某一贪污案件 , 往往与当时

的政治情形紧密相联 , 一旦某个官员受到弹

劾 , 人们总能从背后找到当时的某些个人或集

团的政治动因。Nancy Park 认为在整个官僚系

统中 , 上至专制君主 , 下至大臣官员 , 甚至于

普通百姓 , 当弹劾或状告他人时 , 都各有其自

身的政治考虑。关于君主的考虑 , 以乾隆为

例 , 乾隆皇帝一即位 , 立刻对雍正老臣发起攻

势 , 以图抑制其在雍正时期建立起来的权威与

影响 , 而在这场进攻中 , 乾隆皇帝正是以惩治

贪污腐败作为武器的 ; 日后 , 乾隆皇帝又运用

同样的武器 , 要么告诫其臣工不得谋反 , 要么

对抗官僚政治中有违君主意愿的因素。就高官

来说 , 他们弹劾别人时 , 要么是因为自己的处

境受到威胁 , 如果不弹劾别人 , 他们自己就有

可能成为被弹劾的对象 ; 要么就是他感觉到可

能被弹劾的人无论如何都会被揭发出来 , 即便

他不揭发 , 其他人也会揭发 , 等到那个时候 ,

他本人还可能会因“失察”而受到弹劾 ; 要么

就是可能被弹劾人遇到了强大的政治对手 , 通

过主动弹劾 , 这位高官极可能获得更有力的政

治支持或更多的好处。御史 , 或给事中 , 或者

某位高官的属下 , 在权衡利弊后 , 认为主动弹

劾所得回报可能相对较大时 , 也有可能愿意劾

奏高官大吏或他们的顶头上司。�ν∼

五、错综复杂的和　案

讨论清代的贪污不可能不牵扯到对和　及

和　案的研究。David S. Nivison是从知识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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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气在清代的转变来讨论和　问题的 , 他认

为 , 在满洲人的统治下 , 朝廷对于党争的看法

与以往历代相比 , 有了重大变化 : 雍正及乾隆

皇帝都特别厌恶朝臣谏言 , 尤其容不得朝臣对

自己在宠臣及亲信的选用上评头品足 ; 此外 ,

两位专制君主又都对文人参政及官僚结党耿耿

于怀 , 这使得他们更加怀疑朝臣谏言的动

机。�ου在这种氛围中 , 弹劾和　无异于弹劾专

制君主乾隆皇帝本人 , 当然没有几个官僚愿意

冒这个风险。换句话说 , David S. Nivison 认

为 , 和　所以能够长期贪污受贿而无所顾忌 ,

原因在于满族皇帝的统治 , 及在这种统治下的

汉族文人失去了谏诤的传统所形成的文化政治

局面。

Nancy Park则明确指出 , 和　并非清代贪

污猖獗的罪魁祸首 , 他不过是其主子乾隆皇帝

的替罪羊 ; 乾隆皇帝本人极嗜各地风物 , 为

此 , 他非但不制止臣下进呈贡品 , 甚至鼓励有

余 , 这样 , 群臣无不为贡品而绞尽脑汁 , 所费

自然不是其微薄的俸禄所能承担得起的 , 于

是 , 贪污在所难免 , 而这正是乾隆后期贪风日

炽的一个重要成因。�οϖ

六、反思与前瞻

综上所述 , 我们不难发现 , 西方清史学界

关于贪污的研究涉及到了多方面的话题 : 从政

府到社会 , 从经济到政治 , 从笼统的儒家传统

文化到具体的官员生活方式。如果我们将社会

看作一间屋子 , 那么贪污研究或可看作是一扇

透明的窗子或是一把开门的金钥匙 , 学者们意

识到对贪污的深入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将有助于

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社会。但是不容乐观的是 ,

有关贪污的研究 , 迄今为止仍没有太大的突破

和进展。

将贪污看作是中国文化固有的缺陷 , 即认

为中国文化缺乏某种可以抑制贪污发生的因素

的看法 , 应该说是欧洲中心论的体现 , 目前已

为多数学者所不取。

仅仅将目光停留在中国文化上 , 试图用儒

学的思想解释贪污或者其他任何问题 , 也极易

陷入困境。首先要明确的是 , 儒学是不是中国

文化的代名词 ; 其次 , 即便认定儒学就是中国

文化的结晶 , 在用所谓儒学理论或伦理解释现

实问题时 , 我们还是要记着一个基本的事实 :

时世变幻 , 在儒学这面旗帜下 , 同样的词汇在

不同时期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 , 公元前六

世纪孔夫子所云 , 在公元后十八世纪的现实面

前可能毫无说服力。

迄今为止 , 令西方学者感到最为头疼的问

题就是如何定义“贪污腐败”: 依据严格的法

律条文所定义的贪污腐败 , 在人们的风俗习惯

面前极有可能不伦不类 ; 而如果将风俗习惯纳

入考虑的范围 , 使定义基于公众意见 , 该定义

又不得不面对“公众”这一同样没有严格定义

的词汇 : 学者们将清代中国的“公众”或者说

所有社会成员分成两个部分———官吏及百姓 ,

考虑到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强

大的宗族组织 , 便不难发现“官吏”与“百

姓”的界限永远都是模糊不清的 ; 而当学者试

图将贪污腐败定义为一种生意 , 并把官吏看作

是生意人时 , 他们可能又不得不发展出关于这

群生意人所经营的“商品”———主要是权力

———的实质及特性的理论 , 权力同其他商品 ,

比如盐或棉花 , 会是一样的吗 ?

西方史学界关于贪污腐败的研究 , 最有成

果的应该是对于形成贪污腐败的原因的探讨 ,

为此 , 众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。在

所有的研究中 , 将贪污归因于官吏的财政困难

的观点及论述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令人信服 , 也

是最有影响的 : 地方官繁重的行政负担 , 似乎

可以证明他们的敛财行为虽不正当却情有可

原 ; 胥吏微乎其微甚至根本就不存在的俸禄 ,

也似乎可以为他们腐败的形象平反。然而 , 由

于学者们并没有在区分贪污与那些“合法”或

合理的敛财方面花太多的笔墨 , 其结果 , 真正

的贪污便堂而皇之地同“合法”的敛财行为混

在一起 , 似乎历朝历代就不可能没有贪污行为

一样。至此 , 我们对贪污的研究似乎便走到了

尽头。

但是 , 如果我们对地方志或家谱等史料稍

微有所了解的话 , 便会发现以往关于贪污研究

的一个极大的漏洞 : 当学者们将地方基础建设

的费用加到地方官的开销之上 , 并由此对地方

官表示同情与理解的时候 , 他们却忽视了另一

个同样重要的社会现实 : 为了确立并巩固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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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地方的主导地位或其他原因 , 地方绅缙们同

样积极致力于地方基础建设 , 他们或出资、或

募捐 , 或兴建桥梁道路 , 或倡导地方文化建

设 , 或参与地方赈济。换句话说 , 并非地方官

或地方政府独自承担着地方建设的责任 , 地方

上多种经济势力也在参与其中 , 因此 , 我们有

理由相信 , 地方官的行政支出可能不会像学者

们想象或讨论的那么大。

对贪污与官吏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的探

讨 , 应该说为我们提供一个贪污研究的新视

角 , 如果进一步研究能够证明大部分官吏的生

活水平要高于其他社会成员的话 , 学者们似乎

就得重新思考迄今为止以官吏的财政困难为其

各种敛财行为辩护的学术倾向了。当然对一个

时代不同人群的生活水平的研究可能会更为复

杂。

在考察为什么众多的贪污行为能够逍遥法

外 , 而有的贪污案件则会曝光 , 学者们将目光

投向了朝廷的政治导向。的确 , 不难发现 , 多

数被曝光的贪污案件都搀杂了或多或少的政治

因素 , 尽管原则上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愿意轻易

得罪同僚 , 更不要说公然弹劾其不法行为 , 但

是 , 政治斗争却另当别论 , 而在你死我活的政

治斗争中 , 贪污往往幻化成可以置对手于死地

的利剑。这种观点不无深刻之处 , 但学者们似

乎又不得回答另一个由此而来的问题 : 为什么

贪污会成为政治倾轧的几乎是最有利的武器。

综上所述 , 我们不难发现 , 有关贪污的研

究在西方学术界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发展空间 ,

而理论上的突破应该是当务之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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